
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

以黄遵憲和梁啓超爲中心

周聖來

提　 　 要

中國傳統文學發展到清末民初，在性質和形式上出現了巨

大改變，由“文言”過渡至“白話”，在形體上出現了新奇的創造。

不僅如此，文學精神與作家創作的態度，同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 ２０ 世紀初，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

大量和製漢詞傳入中國，日本成爲當時中國從外部世界獲取新

知識的主要途徑。黄遵憲和梁啓超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

足迹的先驅者。黄遵憲駐日四年餘，著《日本國志》和《日本雜

事詩》等書，最早向中國全面地介紹了日本。梁啓超在百日維

新失敗後流亡日本，滯留十餘年，期間創辦《清議報》和《時務

報》等報刊，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革，在學術上深受日本影響。兩

人對日文書籍内容的理解與東洋文化的推廣有著密切關係。本

文擬通過黄遵憲和梁啓超兩人與日本的淵源，觀察並比較有關

的文本及報刊，試圖探討他們對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哪

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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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進東洋文化的先驅

（一）黄遵憲的“文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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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起過一場文言一致運動，與中國現代白話文運動類似。

“言文一致”指日語使口語和書面語一致，最初是在幕府末期由

受西歐影響的學者們提出的。１８５３ 年 ４ 月在美國海軍提督柏

利所率艦隊堅船利炮威脅之下被迫開港的日本，面臨淪陷爲殖

民地的危機，國内矛盾激化。爲達到啓蒙開化目的，１８６８ 年前

島密向幕府提交《漢字御廢止之義》〔１〕，主張必須立即提高大衆

的文化水準，拉開了“言文一致”的序幕。之後福澤諭吉寫文章

時採用讀給他人聽而修改的方法，於明治時期形成風氣。１８８７

年至 １８８９ 年，二葉亭四迷用言文一致的文體寫了《浮雲》。其

後尾崎紅葉、幸田露伴、森鷗外等分别在其作品中以和、洋、漢文

三者結合，嘗試用新文體寫作，嚴穀小波在童話作品中採用了言

文一致體。１９０５ 年開始，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在《杜鵑》上連

載，其通俗清新的文體引起了巨大反響。其後，田山花袋的《田

舍教師》、島崎藤村的《破戒》都以言文一致體描繪人的内心世

界，致使學術著作中也開始出現口語體。一般認爲言文一致是

日本建立現代國家的推動因素之一，在明治十年代後期成爲重

大問題被提上日程。“日語假名學會”（１８８３ 年）、“羅馬字學

會”（１８８５ 年）的成立是在鹿鳴館時代，這時出現的“戲劇改

良”、“詩歌改良”、“小説改良”等文學運動，在廣義上都包含在

“言文一致”運動中〔２〕。另外，前島密的進言明確標示了言文一

致運動其根本在於文字改革和漢字的否定。隨著日本國内民族

情緒的高漲，以及盛極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的啓蒙，西方現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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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及價值觀作爲“文明”的範本被介紹到日本，如何適時

地將改良和民主的思想由以往少數士人和知識分子的主張，推

衍成爲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潮，成爲開化的知識分子的課題。文

學方面，隨著這股“洋風東漸”，西方文學思潮大量湧入日本。

寫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相繼統領明治文

藝界〔３〕。日本引進西方文化，並使之隨日本的水土而發生了變

異，從而使日本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補給。日本的言文一致運

動對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轉型産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它不僅

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總體文化素質，增强了國家社會的凝聚力，而

且開闊了日本人的視野，擴大了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吸納能力。

與此同時，具有日本民族特質的新文學的産生，反過來又進一步

豐富了日本文化，增加了日本文化的厚重感，增强了日本文化的

張力。

封建時代，由於存在著識字率低，性别、地域差别以及階級

地位、身份差異等原因，各國語言普遍存在著談話體（口語）和

書面體（書面語）兩個體系。在現代民族與國家建立過程中，二

者走向統一，實現了“言”與“文”的一致，完成了文體的變革。

在中國，早在鴉片戰爭前後，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放眼面向

世界的重要性，西方文學、思想及價值觀成爲中國知識分子心中

“文明”的尺規，啓蒙開化的重要性日益爲開化的知識分子所認

識，中國歷史進入全新的思想啓蒙時代。晚清時期黄遵憲發起

的“詩界革命”、梁啓超宣導的“新小説”在文學語言的變革方面

取得初步成果，經過胡適、陳獨秀等人的鼓吹和推動，白話文運

動漸漸引起重視〔４〕。白話文運動以我手寫我口，就是書面語與

口頭語相一致。文言一致則强調我們書寫的文字應該要表達我

們説的話。“言文合一”這一思想，導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西

歐，他們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改變古拉丁文所造成的

言文分離狀態，以各自的方言土語爲基礎，實現了書面語與口頭

語的統一。黄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文學條”下用“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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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名義所作的一段重要評論，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論主張，

宣導以口頭語爲基礎來形成書面語，爲白話文學開闢了較爲寬

廣的途徑。“五四”宣導白話文學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説，早在

黄遵憲 １８８７ 年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就已提出，黄遵憲明確指

出“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及“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

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的道理〔５〕。它比胡適的《文學改良

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類論述，足足早了 ３０ 年。但

黄遵憲畢竟是位詩人，他似乎缺少將小説、戲曲亦視爲文學正宗

的意識，除了日語，他又未能通曉一兩種歐洲語言，這些局限終

於使黄遵憲未能明確提出“白話文學運動”的主張。白話文最

終戰勝文言文，是在 １９１９ 年五四運動爆發，即白話文運動與反

帝反封建的文學革命結合在一起之後。因此，無論是在中國還

是日本，“文言一致”實際上也是各種複雜的政治、歷史等因素

合力作用的結果。

黄遵憲找到了問題的根子：“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

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這可能是西歐各國文藝復興後社

會進步很快，國勢趨於强盛的一個重要原因。黄遵憲得出的邏

輯結論是：書面語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這種規矩，應該

從今人的實際出發進行變革，讓它“明白曉暢”，與口頭語接近

乃至合一〔６〕。事實上，黄遵憲所關心的日本“文字語言之不相

合”問題，也已在 １８８５—１８８７ 年間由坪内逍遥、二葉亭四迷發動

的文學革命所解決，他們宣導以口語寫文學作品，真正實行了

“言文一致”〔７〕；可惜黄遵憲寫定《日本國志》時，早已離開了日

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罷了。但黄遵憲所謂“更變一文體爲適用

於今，通行於俗者”，這種文體其實就是白話文。黄遵憲在《日

本國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産生了很大的影

響，尤其當清廷甲午戰敗，人們紛紛思考對手何以由一個小國突

然變强，都希望從《日本國志》中尋找答案的時候，“言文合一”、

“辦白話報”等措施也就成了變法維新的組成部分，聲勢猛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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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啓超後來在《小説叢話》中能够説出：“文學之進化有一

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爲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

開展，靡不循此軌道。”其中就有黄遵憲最初的啓發和影響〔８〕。

黄遵憲本人晚年的詩作，較之早年“我手寫我口”突出“我”字的

主張，也更有新的發展。他大量吸收俗語與民歌的成分，明白曉

暢，活潑自然，又有韻味，力求朝“言文合一”的方向努力。

（二）黄遵憲的《日本國志》、

《日本雜事詩》及其詞彙

　 　 １８７７ 年，黄遵憲隨何如璋東渡出使日本，之後前往英國、美

國、新加坡等地任外交官。駐外期間，他留心觀察所在國的事

物，認爲中國要革新自强，必須效法日本維新變法。期間撰寫

《日本國志》，全書共四十卷，五十餘萬字，詳細論述日本變革的

經過及其得失，藉以提出中國改革的主張。黄遵憲在日本期間，

對深入研究日本的社會歷史負有强烈的使命感，認爲身爲外交

官員，對日本的古今變遷種種情況應當了解，應當記述。他驚訝

地發現，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彼此的認識程度相差極其懸殊，日本

人“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記載研究中國的書籍不但

數量可觀，而且詳實。反之，中國人對近鄰日本卻知之甚少，甚

或茫然無知，因此將真實的日本展現給國人，亟不可緩。另外，

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的重大變化，更加促使黄遵憲決心寫作日本

史，爲此他刻意留心收集各方面的資料，詳細考察日本社會。他

清楚地看到日本“進步之速，爲古今萬國所未有”，中國要自强

禦侮，“與其遠法歐西，必多轉折，曷若近法日本，速效可期”。

他意在記述日本作爲借鍳，警示國人。據薛福成所作序言，“採

書至二百餘種，費日力至八九年”，完成了内容豐富、體系完善

的《日本國志》，在當時堪稱是品質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

黄遵憲的《日本國志》，首次對日本的歷史與明治維新以後

的現狀做了詳細、全面的介紹，是一個同時具有跨時間、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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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跨學科多重性的近代文本。黄遵憲利用古今日本的素

材完成了《日本國志》的編碼。沈國威認爲作爲文本的《日本國

志》，在生成的編碼上可以分爲三種方式，分别是“徵引”、“翻

譯”和“譯述”〔９〕。書中一些來自於日本漢文體文獻的内容構成

了《日本國志》的徵引部分，對於這些“徵引”素材的處理，有兩

個方法，一是藉改動個别字句，統一叙述的視角；一是按照自己

的價值觀對徵引内容進行篩選和取捨。此外就是那些反映明治

以後日本變化的書籍，多用“和文”，黄遵憲在“凡例”中説：

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

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漢字及

日本字聯綴而成者也，日本每自稱爲和國），不可勝譯，則

徵今亦難。此採輯之難也。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

達，應對爲煩，則詢訪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瀏覽所

及，繕録爲勞，則抄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既非耳目經見

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

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

而無義，則校讎亦頗爲難。〔１０〕

從以上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能够直接利用的日本的漢

語文獻並不太多，要利用這些資料必須借助翻譯，也就是將日

語文獻翻譯成漢語，《日本國志》中有大量的翻譯部分。翻譯

和徵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本生成過程。最後是譯述，譯述

也不同於徵引，並不是簡單調整内容和語詞，而是作者對日語

文獻加以綜合整理，進行重新表述。無論是“徵引”、“翻譯”

或“譯述”，《日本國志》包括三個部分：１． 對日本固有情況的

介紹；２． 對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發生的變化的介紹；３． 作者的

意見、評論。這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引用的和製漢詞最多最

廣泛，而且《日本國志》所引用的和製漢詞 ８０％集中在“職官

志”（行政）、“食貨志”（經濟）、“兵志”（軍事）、“刑法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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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學術志”（教育）這幾卷中〔１１〕。黄遵憲通過以上數個

領域廣泛介紹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治時期誕生的和製漢詞自

然在這幾卷中大量湧現。

黄遵憲爲撰寫《日本國志》收集素材，同時寫作了《日本雜

事詩》，在詩後附以注文，記述本事，記録了在日本所見所聞的

千姿百態的事物。該書起草於 １８７８ 年，於次年謄清。《日本雜

事詩》和《日本國志》這兩部書爲同一系列，二者的中心内容都

是在肯定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的進步、政治的改革，以及經

濟、科技、教育、文化飛速發展的成就。《日本雜事詩》涉及的範

圍極爲廣泛，它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例如：日本的社會發展

史、漢學史、西學史、中日關係史、西方國家與日本關係史，還有

日本的天文地理、民情風俗、音樂舞蹈、醫農工商，特别是日本經

由明治維新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發生的變

化，皆作了概要的叙述和介紹。我們可以把《日本雜事詩》視作

是《日本國志》的詩歌版，在《日本雜事詩》的詩和注裏也可以發

現不少和製漢詞的蹤迹，第一批的明治和製漢詞可以説是通過

這兩個文本進入中國的。

以下詞彙，是對照《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的内容，並

查閲明治時期的文獻以及辭典，抽出的表示外來概念部分的日

語新詞語，其中包括和製漢詞。帶的詞彙是被收録在《漢語

外來詞詞典》中的日語來源詞。

雙音節詞語

印紙 衛生 共和 國會 國體 政黨 議院

改進 會計 幹事 解放 藝術 銀行 公園

汽船 議員 議長 會議 改選 會社 後備

憲法 刑法 公判 許可 警視 警部 員警

交番 金屬 建築 經費 金額 規模 仮名

化學 課目 學科 公立 教員 訓導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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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雙音節詞語

記者 競馬 私立 神道 石屬 證券 參觀

中將 常備 選舉 自由 總理 主義 知識

進步 紙幣 總裁 市場 移民 體操 内閣

社會 消防 宗教 定員 統計 投票 民主

麥酒 物件 蒲團 保釋 法廷 法律 理事

民權 民法 予算 予備 予審 洋服 相撲

雅樂 鏡餅 門松 昆布 權妻 猿樂 雜煮

旦那 廣場 落語 和歌 炮兵 聯隊 彈藥

越權 起訴 時限 終審 從犯 出廷 上訴

職權 特權 取消 没收 大將 經濟 決算

公債 礦山 國債 財政 商業 商務 政體

鐵道 學期 證書 大尉 哲學 版權 模型

予科 留學 歷史 海軍 旗艦 勳章 軍屬

憲兵 工兵 少尉 少將

三音節詞語

印刷局 共和黨 國民軍 警視廳 出張所 常備兵 消防局

政治學 生物學 生理學 製造所 造幣場 制造物 綿織物

操練場 自由黨 裁判所 徵兵令 統計表 煉化石 博物館

物理學 封建制 紡績所 民主黨 郵便局 幼稚園 立憲黨

揚弓店 稻荷祭 売捌所 大安売 貸座敷 加追澳 祇園祭

島田髻 三味綫 人力車 數奇屋 大問屋 淡巴菰 踏踏美

無神髻 飛脚屋 兩替屋 料理屋 國事犯 後備兵 被服課

近衛兵 員警官 檢察官 原告人 裁判官 被告人 辯護人

防疫法 營業税 決算表 資本金 準備金 消防部 總領事

造船所 造幣局 地方税 博覧會 副議長 保證金 煉鐡所

衛生局 幾何學 經濟學 留學生 教導團 小學校 大學校

文學士 法學士 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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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四音節詞語

士官學校 師範學校 立憲政體 小間物屋 現行犯罪 高等法院 治外法權

無期徒刑 自由自主 民權自由 野營演習 教科之書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專門學校

　 　 由上表可見，黄遵憲在其《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中，

借用了大量的和製漢詞，其中包括 １３７ 個雙音節詞、８０ 個三音

節詞及 １５ 個四音節詞，共 ２３２ 個詞彙。作爲介紹日本明治時期

和製漢詞的先導，無論在數量上還是所涉及的專業領域上都是

無出其右的。和製漢詞的傳播就是對外來詞彙的一種借用，而

這種借用可以被視作黄遵憲個人的借用行爲，也可以是一種社

會語言現象。這種“借用”不僅拉近了中文和日文的距離，而且

拉近了中國固有文化和世界通行文化（主要是歐美的）的距離。

（三）梁啓超的語言意識

梁啓超在廣東省新會出生，母語爲粤語（廣東話），因爲地

理上的距離，廣東話與以北京音爲基礎的“北京官話”之間的區

别並不僅僅是“口音”的問題了，甚至可以説兩者是截然不同的

言語（方言）。１８９８ 年 ７ 月 ３ 日，光緒皇帝召見梁啓超。按清朝

慣例，舉人被皇帝召見通常會被賜予翰林，或者至少是内閣中

書。然而以當時梁啓超的聲望，卻只被賜了個六品官，原因應該

是梁啓超不會説官話，而光緒皇帝基本上聽不懂梁啓超的粤語。

既然君臣對話形似雞同鴨講，縱然君王滿腔誠意，臣子滿腹經

綸，也只能相顧茫然。因爲語言的隔閡無法傾心暢談，光緒皇帝

很不愉快，所以没有重用梁啓超〔１２〕。據説梁氏當時方言口音濃

重，把粤語的“孝”讀作京話的“好”、把“高”讀成“古”〔１３〕。粤

語“孝”的發音是〔ｈａｕ３〕，和官話“好”的發音近似；“高”在粤語

的發音是〔ｇｏｕ１〕，而“布”和“報”的粤語發言是相同的，都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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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官話的韻母相混淆。

梁啓超曾經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裏這樣形容自己的“廣東

腔”，

我十九歲始認得穂卿。……我當時説的純是“廣東官

腔”，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

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１４〕

這裏的“廣東官腔”，並非指“廣東話”，而是指帶有廣東口音的

北京官話。以粤語爲母語者説北京官話時，因爲口音，以及文

法、詞彙等原因，會帶有很明顯的粤方言特徵，也就是一種所謂

的“藍青官話”。俗話説：“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説官

話。”就是指這種現象。梁啓超承認自己説的是“廣東官話”，證

明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中國知識分子認爲，文言是中國語言的起源。就算在全國

各地存在各種不同種類的方言，但是都共用相通的起源，因爲其

言語構造同屬中華民族〔１５〕。站在梁啓超的立場，故鄉和粤語是

相互聯繫的，中國和文言是相互聯繫的，從而，只要能够使用文

言，就算不擅長官話，也不會有損自己作爲漢民族一員的自尊。

官話的重要性在於其流通的功能，例如，高鳳謙認爲：“外國用

英語爲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音爲主，以天下所

通行也。”〔１６〕當時很多外國書籍的翻譯工作多是出自閩粤地區

的譯者之手，雖然他們有很多“方音”，但只要能够廣泛通行，不

管翻譯出來的是閩音還是粤音都不成問題。對於梁啓超而言，

“官話”只是一種“超民族語”（Ｌ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ｖéｈｉｃｕｌａｉｒｅｓ）〔１７〕，所以

提倡白話文並不是企圖統合文言和粤語，是爲了讓“超民族語”

的“官話”不僅作爲一種口語，並且成爲一種書面語流傳通行。

這樣，無論是傳統文言，還是粤語，都能够世代承傳下去。１８９６

年，沈學在《申報》以及《時務報》上發表了評論梁啓超的《沈氏

音書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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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質，一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

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

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

飲食，質家言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

以待上才，複有英法各國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學。……

此後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

字之智氏，可以日多矣。〔１８〕

當時他們把中國跟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相比，感到處處落後。他

們看到這些國家富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教育普及，而它們的教

育普及大多得益於文字簡易，也就是“切音爲字”。切音爲字的

拼音文字有三大優點：１． 容易學，“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

能自讀”；２． 容易記，“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

３． 容易寫，“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捉筆”。日

本雖然也用漢字，還發明了一套表音的“假名”文字，與漢字合

用，但日語中的漢字只表實詞，虛詞和詞尾等都用假名表示，同

時還用假名給漢字注音，這樣大大便利了文字的學習。於是當

時一些有維新思想的人也紛紛創造中國的拼音文字，用來輔助

漢字和普及教育。《盛世母音》提倡以速記符號製作的切音字

代替漢字，並主張把字從左向右書寫。１８９６ 年，梁啓超爲《盛世

母音》作序時，就提到“吾鄉黄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

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１９〕。同年，梁啓超在

《變法通議·論幼學》中指出：“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

語言離。”〔２０〕１９０２ 年，梁啓超在譯作《十五小豪傑》的評語中再

次更明確地强調：“……語言文學分離爲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

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梁啓超這種從語言問題入手，著眼

于文體、文學乃至文化改良的基本思路，不僅與改良派整體性的

變法維新思想相一致，而且也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有著

直接的淵源關係。他認爲，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關係，就如同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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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切音的關係一樣，也就是“文”和“質”的關係。“質”是指以

實用爲宗旨，正因爲有“文”，纔需要有實用的“質”來貫徹。同

樣，日語對梁啓超而言，也是一門“質”的語言。

（四）梁啓超的《和文漢讀法》

梁啓超經常在其著作中論及日語，這些論述大致分爲兩個

方向，一種是日本人的日語，另一種是中國人的日語。衆所周

知，梁啓超在亡命日本前，對日本的了解以及日語的認識來自黄

遵憲，例如《變法通議》論幼學的“説部書”：

日本創伊呂波等文字四十六字母，别以平假名、片假

名，操其土語以輔漢文，故識字、讀書、閲報之人日多焉。今

即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

解者必多，而讀者當亦愈夥。

日語裏有假名字母，因此日人識字率高。在中國，就算不能立刻

製造字母，也應該用口語與文書一致的俗語寫文著書。梁啓超

最初就是從黄遵憲的《日本國志》中得知日本的假名文字。黄

遵憲曾説過“日本之語言，其音少”，在夾注中又説“土音只有四

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韻”。日語的假名文字

提高了日本人的識字率，啓發了梁啓超對白話文的提倡，因爲日

語能够方便地轉化成白話文。

從時間上看，第一次公開提出以譯日文書的方式引進西方

新知識建議的應該是梁啓超。１８９７ 年 ７ 月，梁啓超在刊登於

《時務報》上的《論譯書》一文的末尾寫道：

日本與我爲同文之國，自昔行用漢文。自和文肇興，而

平假名、片假名等，始與漢文相雜廁，然漢文猶居十六七。

日本自維新以後，鋭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

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

少，而獲益甚巨。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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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

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

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强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

文，抑又事半功倍也。〔２１〕

音節數少、日語有的發音中文全有、文法不拘、名稱和概念與中

文的相同、漢文占六七成，以上對日語的認識幾乎全部都是以黄

遵憲的《日本國志》爲依歸。其中最爲其强調的就是“同

文”———也就是漢字的使用。梁啓超在其《讀日本書目志書後》

中更爲明確地指出：

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

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

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爲牛，日本爲農夫，而吾坐而食之。

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

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２２〕

他認爲能經由日語獲得西洋學術的精華，這種思想，直至他流亡

日本，在日語環境下生活以後，也一直没有改變。他在《論學日

本文之益》裏强調了學習日語的好處，認爲“學日本文者，一年

可成。作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２３〕。但梁啓超學

習日語的最大、最終目的並非爲了流利地用日語説話，而是希望

通過日文書籍了解西方的學術知識，因此必須學會看懂日文的

方法。梁啓超發明了一套具體的解讀方法，他和留學生羅普在

翻譯《佳人之奇遇》時，使用過這個方法。當時日本人有一套漢

文訓讀法，按照日語語法，在改變語句順序的同時讀出漢文，還

有相關的“複文”課程。日本人理解漢文的方法似乎啓發了梁

啓超，他認爲中國人只要把日文文章用顛倒地方法讀出，就可理

解其意。例如漢語的“讀書”，日語是“書ヲ読ム”；漢語的“飲

水”，日語是“水ヲ飲ム”。其他句法，皆以此爲例。

日本成城大學的陳力衛教授在其發表的《“同文同種”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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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梁啓超〈和文漢讀法〉的改版過程與日本詞典〈言海〉》一文

中，對於《和文漢讀法》作出了詳細地論述。他在該文第四節中

以《和文漢讀法》對語言學産生的影響爲中心，在“對辭典的影

響”及“對文體的變化産生連携”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２４〕。對

前者而言，《和文漢讀法》的流行加强了學習日語的動機，造就

了“日語速成教育”的出現。以蔡元培爲例，當時他作爲一個教

育工作者，成功把這種日語學習的方法引進上海南洋公學；在出

版界，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速成教科書和各種各樣的日語學習

小册子大量在市面出現。對於後者“對文體的變化産生連携”，

作者以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和周作人的見解作爲論據，指出

在日本的明治時代及之前，日中同文既是時代的特徵，當時的日

語文體亦能以《和文漢讀法》解讀。不過，明治以後，日語語法

出現了明顯地變化，《和文漢讀法》不再適用。陳氏在論文的結

尾指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由梁啓超爲首的近代中國文人及

其日本體驗，或者如何評估漢語和日語之間的異同，由《和文漢

讀法》這本小册子當時被增印的數量和普及的程度可見端倪。”

不難想像當時大家死抓住“同文”不放，全力運用並發揮自己本

身的漢語能力去理解日語。無論是什麽内容，反正眼前的任務

就是盡快把日語變成漢語，結果因爲半生不熟的理解導致消化

不良，而成爲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産物。

梁氏這本小書基本上抓住了日語“和漢混合體”的一些主

要規律，雖然漏略草率殊多，但也確實爲當時有志新學的中國知

識分子提供了學習日語的快捷方式。充分利用日語作爲一種

“策騎”的工具，通過日語的學習間接汲取西洋知識和技術。此

書在當時盛行一時，充分體現了晩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的渴望，

迎合了希望在短時期内學好日語的人的心理，起到了辭典輔助

資料的作用。梁啓超對於語言的認識，是基於“粤語和廣東人

之間關係密切”的基礎上證明了“文言文是漢民族的一部分”，

從而超越這個框架，成爲一種先驗的存在。至於《和文漢讀法》

００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這本小册子的另一個正面影響，夏曉虹認爲：“《和文漢讀法》的

意義主要不在於它作爲一種日文學習方法有多大的應用價值，

而在於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普

遍熱情和開放心態。”〔２５〕同時，官話、白話文、切音字、日語和梁

啓超的新文體，也完全成爲了一種有效的構成語言的元素，清末

民初中國的語言空間正是由“故鄉話”、“通行語”和“傳統語”

構建而成。這個三層構造的語言空間在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

其框架逐漸重組，各自成爲中國“漢語”中的一部分被社會大衆

重新認識和接受。梁啓超在當時闡明日語的效用，提倡白話文

的時候，充分發揮了這些元素的功能，對推動近代中國“語言”、

“文字”、“文學”的改革，具有極大的貢獻和意義。

（五）中日兩國“同文同種”？

由於梁啓超大力提倡學習日語，介紹《和文漢讀法》這本日

語學習工具書，强調日語和中文屬“同文”。所謂的“同文”，並

非指漢語和日語是同一種語言，而是指中國和日本都使用漢字。

事實上，明治時期大量使用漢語，除了“て”、“に”、“を”、“は”

等助詞以外，名詞、動詞、形容詞，甚至連副詞也大量使用漢字點

綴，這不僅令中國人有種親切感，而且在閲讀理解時十分方便。

梁啓超在其《論學日本文之益》説道：

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

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

末。通其例而頭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

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閡矣。余輯

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

得已無量矣。〔２６〕

就是説，中國人能够迅速學好日語。梁氏還爲中國留學生發明

了“和文漢讀法”，利用了“同文”的優勢，找出中文和日語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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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異點，進而更容易地學習日語。

例如，以下是 １９１２ 年《東京日日新聞》中有關“米價論”的

報導：

世界の主食品と日本

今日、世界を通じて、（日本以外）各国人民の常用た

る主食品は、其価六銭以下なり、然るに、我が邦人の主食

品は、十四銭以上なり、而して世界の人民が、通じ用ゆる

主食品は、邦人にも用い得べきものなるに、邦人が故に高

価の主食品を選むは、事実、自ら求めて飢餓の苦を取るの

姿なきにあらず、是第一に邦人の留心すべき事柄にして、

永遠に米価高直を防止せんと欲するときは、先ず思いを

兹に到さざる可らず…

漢譯：今天，世界上，日本以外，各國人民的常用主食品，其

價格是在六錢以下，然而，我國人民的主食品，是在十四錢以上。

世界人民共通使用的主食品，國人也應同樣取得。國人何故要

選用高價的主食品，事實上是自討苦吃。首先，必須留意的事情

是，如欲永遠防止米價的高騰，首先在這裏必須思考……

從例文中，我們不難發現，那個時期的日語，幾乎都用漢字

書寫，也就是所謂的“漢文體”文章，尤其是當時日本的公文及

以政論爲主體的報紙、雜誌等。對中國人來説，只要理解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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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基本上可以用直譯的形式去理解其大概意思。雖然這種

形式的漢譯，多少感到有些生硬，但句法結構，已經基本上接近

中文了。這對於肩負著維新歷史使命，廣泛尋求救國良方的留

學生來説，可以説是一種極大的便利。但筆者作爲一個曾經的

日語學習者，對於梁啓超所説“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

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爲我有矣”，不敢苟同。如以下例文，出

自日語古典小説《枕草子》第二段：

正月。一日はまいて。空のけしきもうらうらと、め

づらしう霞こめたるに、世にありとある人はみな、姿かた

ち心ことに繕ひ、君をも我をも祝ひなどしたるさま、こと

にをかし。七日。雪間の若菜摘み、青やかにて、例はさし

もさるもの、目近からぬところに、持て騒ぎたるこそ、を

かしけれ〔２７〕。

漢譯：正月元旦天氣特别晴朗，而且很少有的出現霞彩，世

間所有的人都整飭衣裳容貌，格外用心，對於主上和自身致祝賀

之意，是特有意思的事情。正月七日，去摘了雪下青青初長的嫩

菜，這些都是在宫裏不常見的東西，拿了傳觀，很是熱鬧，是極有

意思的事情。

以上日語中雖然也夾雜漢字，但文章整體結構以和語爲主，

或稱爲“和文體”文章，這類文章别説是不懂日語的人，就算是

一般的日語學習者，也不能輕易理解文意。

由此推論，當時梁啓超等文人，包括後期大量的赴日留學生

們，能够在到達日本後不久就展開日語書籍的翻譯工作，除了明

治時期的日語在語法上已經“言文合一”，使用近似現代的白話

文或口語體寫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明治和製漢詞的出現令

留學生能够更容易理解日語文章的大意。這也令他們翻譯的對

象集中在用漢文體書寫的、大量和製漢詞出現的書籍、報刊以及

雜誌。因此，在這段時期裏，各種報刊、雜誌和日語書籍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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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及文學創作成爲和製漢詞進入中國的媒介之一。

二、 報刊中的和製漢詞

“和製漢詞”一詞是日語語言學範籌中的專業術語，指的是

在 １９ 世紀末 ２０ 世紀初，即日本的明治前後、中國的清末民初時

期，從日本回流中國、在中文使用的“源自日語的外來語”。和

製漢詞的成立，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一、音讀漢語；二、漢籍

（中文）中没有的漢語；三、在日本製造的漢語。另外，“漢籍用

典出處的有無”亦是判斷“和製漢詞”的關鍵〔２８〕。山田孝雄認

爲：“一種是本來的漢語，或者是源自中國文獻，由中國傳入日

本；另一種是在本國製造的漢語，也就是以漢語爲基礎在日本製

造的漢語，或者用音讀的方式在日本製造的漢語。”〔２９〕日本人把

中國古漢語重新改造，賦於其新的含意，因此日語以“和製漢語

（わせいかんご）”（ｗａｓｅｉ ｋａｎｇｏ）稱之。本人認爲應翻譯爲“和

製漢詞”，或細分爲 “明治和製漢詞”〔３０〕，這樣亦符合該詞所具

有的漢語含義及語法。

上文所述，新聞、雜誌等定期刊物發揮了媒介的作用，把日

本的語言、文字、文學帶進中國。以下以《實學報》、《時務報》和

《清議報》這三份與日本新聞有緊密關聯的報刊爲觀察對象，通

過分析相關報刊文章内出現的詞彙的特徵，以及語義的比較，闡

述清末和製漢詞傳入中國的實際狀況。

（一）《實學報》

《實學報》（《実學報》）於 １８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創刊，至 １８９８

年 １ 月期間在上海發行。總理爲王仁俊，總撰述爲章太炎。《實

學報》以“實學”爲名，所載的“實學”即新知識，文章譯自英、法、

日等國報刊，也刊登一些國内學者的自然科學研究心得。雖然

發行時間不足半年，但被評爲是 １９ 世紀末維新運動發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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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足以動守舊者之聽，且足以奪維新者之心”的定期刊物。

《實學報》收録有關“實學”的文章，其他内容還包括天文、

地理、人物學和物理學 ４ 個分類，是一份學術性報紙刊物。在其

第三期還刊登了全國各地的發售地點，包括北京、香港、天津、南

京、寧波、杭州等國内 ３６ 處，以及海外地區的英、美兩國〔３１〕。關

於《實學報》的讀者群，馬西亞認爲“在當時，教育只適於文人學

士，而且完全以漢語典籍爲基礎”〔３２〕，回顧 １８９０ 年代中國的教

育狀況，對於像《實學報》這種類型的刊物，未曾接觸過書面語

的庶民階層通常不具有足够的閲讀能力，所以《實學報》的讀者

應該是知識人，或是具有相當漢語基礎的人。而《實學報》刊登

的日語翻譯文章，其來源出處繁多，例如《大阪朝日新聞》、《時

事新聞》、《中外商業新報》、《東京日日新聞》、《神户又新日

報》、《東京經濟雜誌》等。翻譯文章在内容方面包括：經濟、外

交、交通、通訊、政治、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新聞報導，而且有

關的資訊内容涉及世界各地。由此明顯可見負責人的編撰意

圖，就是通過翻譯充滿近代要素的日本新聞報導，把西方文明傳

入中國，從而帶動中國的現代化。

作爲清末時期第一批出現的新媒體，《實學報》響應了當時

中國社會各界對現代化的期待和追求，在報紙上大量翻譯了有

關日本“洋學”的新聞，同時也引進了代表新概念、新事物和新

意識的新詞語———明治和製漢詞。要分辨這些詞語的出處，到

底是來自中文還是日語，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這些

詞語包括由 １７ 世紀歐洲傳教士登陸中國後，與中國知識分子共

同合作翻譯的，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概念語———明清新製譯語；還

有明治時期，由日本的知識分子憑自己的努力發明創作的和製

漢詞。由於時間長、範圍廣、種類多，更增大了究明“真相”的難

度。根據秦春芳的《有關近代漢語裏日語漢字詞彙借用的研

究———以定期刊物的翻譯文章爲中心》（《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

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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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に———》）的調查，結果表明，《實學報》裏出現的日語借詞，或

和製漢詞，大約有 ８１３ 個。按照詞彙所屬範圍，可分爲 ７ 個種

類，另外，約有 １００ 個日語詞彙現在已經不再流通使用，成爲“死

語”〔３３〕。

詞　 彙　 分　 類 數　 　 量

表示抽象關係 　 　 ２０７

表示人類活動的主體 １８３

表示人類活動（精神及行爲） ３０３

表示物品及用具 ７３

表示自然界及自然現象 ４６

死語 １００

合計：８１３

　 　 以上由日本輸入中國的 ８１３ 個和製漢詞，很快融入中國社

會，進入辭典和文學作品。《新名詞訓纂》中收録，曾在《實學

報》裏出現的和製漢詞就有 ６４ 個，占總數的 ８％，例如：“演説”、

“改良”、“革命”、“教育”、“經濟”、“研究”、“思想”、“專制”、

“地軸”、“獨立”等；《辭源》中收録了 １９３ 個，占 ２４％左右，例

如：“演説”、“科學”、“議會”、“國庫”、“裁判”、“社會”、“自

由”、“大統領”、“博覧會”等；還有《漢語大詞典》也收録了大量

曾在《實學報》裏出現的和製漢詞，例如：“假設”、“試驗”、“新

聞”等。

文學作品方面，曾在日本留學，有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之稱的

魯迅〔３４〕，他在 １９１８年 ４ 月至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期間完成的短篇小説

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編》、《墳》，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極高

的地位。上野惠司認爲，上述作品是魯迅的文學代表作，而且也

是“五四”白話文學的典範，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能够成爲語言

資料研究的資料素材。魯迅在這四個文集中使用了 ２３１ 個曾經

在《實學報》裏出現的和製漢詞，占了總數的 ２８％，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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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行 影響 維新 延長 歐米 萎縮 意見 醫學

應用

ｋａ行

現實 現象 各種 起源 偶然 原因 根基

危險 景況 傾向 困難 開會 改革 改正

機會 期限 近年 界綫 形態 外國人 外人

開戰 改良 革新 擴張 革命 更正 學者

國民 教授 軍醫 公使 校長 國家 學校

銀行 公園 工廠 機關 恐慌 回顧 經驗

研究 科學 學問 規則 記載 廣告 國歌

加入 協商 軍事 契約 勸告 教育 經濟

開發 工業 礦業 工商 合成 交通 原料

外套 勳章 機械 眼光 氣象 血液 健康

確實 緊要 公平

ｓａ行

實際 式樣 種類 條件 相互 殘存 絶迹

衝突 進步 增加 阻止 卒業 時間 時期

喪失 狀況 盛況 性質 整頓 世紀 全國

全部 自己 青年 種族 士官 師範 總長

諸國 師範學校 社會 世界 政府 信用 選擇

實驗 專門 思想 主義 手法 雜誌 新聞

聲明 作爲 施行 性情 責任 贊成 招待

勝利 財政 裁判 自由 專制 資財 資本

收成 需要 節省 佔領 必需 事業 製造

相等 相同 重大 新式 重要

ｔａ行

地位 適用 撤去 注入 通過 提出 同時

中央 東方 當局者 大學 中學 中學校 圖書館

同情 斷言 討論 圖畫 獨創 墮落 地雷

彈藥 潮流 動植物 頭部 傳染 直接

ｎａ行 農行 女學校 認定 獨立 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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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ｈａ行

秘密 品格 便利 發達 變化 募集 分佈

本地 美術家 版圖 本國 反省 抱負 發明

把握 方針 方法 發見 表示 博士 發表

報告 文化 文明 兵事 報償 物品 炮臺

病毒 病狀 普通 必要

ｍａ行 名譽 迷信 名目 美術

ｒａ行 流露 螺旋 兩國 流行 歷史 勞動 利益

ｙａ行 欲望 野心 要領 用法

　 　 可見，經《實學報》介紹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大部分在 ２０

世紀前葉經由辭典及文學作品的引用後在中國“登陸”，其首先

被一批知識分子所接受，並逐漸流傳開去。

（二）《時務報》

《時務報》於 １８９６ 年 ８ 月 ９ 日創刊於上海，每期 ２０ 餘頁，約

三到四萬字，直至 １８９８ 年 ８ 月停刊，共出 ６９ 期，是晚清維新運

動中影響較大的國人自辦報刊，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近

代思想和提倡變法。創辦人爲黄遵憲、汪康年及梁啓超等。梁

啓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

來成爲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時務報》在梁啓超主持

期間，成爲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産生過巨大的影響。

該報最大銷量曾達 １７，０００ 份，成爲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

刊。梁啓超後來自述説：

一時風靡海内，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爲中國有報

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３５〕

《時務報》中有專門翻譯外國新聞的“域外報譯”專欄，約占

整體文章的一半，其中的“東方報譯”一欄，翻譯日本的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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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由日本漢學家古城貞吉主持，欄中 ５９４ 篇報導是出自古城一

人手筆。這個專欄無疑是中國戊戌變法時期日本新名詞傳入中

國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且由日本人親手“輸入”。讀者方面，《時

務報》和《實學報》、《清議報》相似，以全國各地的“官吏”、“士

子”、“鄉紳”爲對象，按照當時中國的教育狀況和社會情況，讀

者都屬於“統治階層”或“知識階層”。《時務報》和《清議報》的

文章來源及消息出處大致相同，有 ２５—３０ 種左右，與《實學報》

的來源出處相比較，三者參考最頻繁的就是《東京日日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其他還有《國民新報》、《日本新報》、《時事新

聞》、《時事新報》等日本報章。《時務報》集中介紹有關政治和

外交的報導，例如有關政治政黨、國家體制、共産主義運動方面

的詞彙是由此報首先傳入中國的。

中國到 １９ 世紀末爲止，由清政府官方主辦的翻譯機關翻譯

或西方傳教士傳入的“西學”，一直只局限在工業生産技術等自

然科學與宗教的領域，鮮有關於其他領域的知識。《時務報》下

意識地把介紹“西學”的重點，放在政治、法律等人文科學的領

域。不過，介紹新的知識體系，需要新的詞彙，特别是相關的

“新名詞”。但是，作爲一個傳播新知識的媒體，中國的古漢語

和文言文，無論是在文體或詞彙方面，都不具備相關的條件。因

此，不難想像，當時《時務報》的執筆者和翻譯者在文體及用詞

上是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時務報》最初的主筆是梁啓超，他的

宗旨是“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時務報》的文體被稱爲“時

務文體”，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這些都是嶄新的事物。因此，“時

務文體”再加上大量輸入中國的“新名詞”，不僅爲中國的知識

界帶來了新的概念和思想，而且對中國舊有的文體産生了巨大

的影響。由於“東方報譯”的文章出處是日本的新聞報導，翻譯

者又是日本人，這些要素加在一起，都成爲了和製漢詞在《時務

報》大量出現的原因。《時務報》的專欄“東方報譯”，翻譯引進

中國的“新名詞”數大約有 ６００ 個左右〔３６〕，雖然這 ６００ 多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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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全部都是和製漢詞，但由

此可窺見在日語詞彙傳入中

國的過程中，現代漢語詞彙以

及現代漢語文體是如何通過

對日語的借用、對抗、融合、排

斥等最終落實成形的。這些

詞彙的分佈領域極爲廣泛，包

括經濟、政治、外交、教育、交

通、軍事、貿易、外交、礦産物

等。例如：“演説”、“軍艦”、

“君主專制”、“教育”、“國

庫”、“殖民地”、“造幣局”、

“銀行”、“關係”等。下面來

看在《時務報》“東方報譯”一

欄的文章中出現、并被《漢語

外來詞詞典》確認爲借自日語

的和製漢詞。

例如：《時務報》刊登的

日本《時事報》翻譯文章《加拿大排斥華人》，就使用了不少和製

漢詞，其中如：“……以未足暢其所欲也，遂上書於加拿大議會，

書曰：加拿大議會曾據《中人移住法》條文第四十八項、四十九

項及七十一項，抽中人入國税五十元，以杜絶華工矣。”其中的

“議會”一詞，對應歐美詞彙的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英語）、ｃｈａｍｂｒｅ（法

語）和 Ｖｏｌｋｓ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德語），是介紹西洋政治制度的一個日語

譯詞。此詞日本在明治十年左右，經過自由民權運動以後，最初

在《明六雜誌》上和“議院、議員、國會”等詞共同登場。可是“議

會”一詞，其雛型來自“議院”，最初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１９ 世

紀初期的中國洋學書《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１８３３—１８３８）裏，

已經有“爵房、鄉紳房、上房、下房”的説法。後來傳教士偉烈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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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Ａ． Ｗｙｌｉｅ）編纂的雜誌

《六 合 叢 談》（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曾在 ２４ 處使用

“議院”一詞，例如：“瑞顛

國舊設議院四”、“正月九

日英辟議院”。《六合叢

談》後來傳入日本，在《英

和辭典·附音插圖英和

字 彙》裏，作 爲 對 應

“Ｈｏｕｓｅ”的譯語〔３７〕。後

來，由於日本國會的設立

和憲法的制定，“議會”在

日本“落地生根”，不久

“回傳”中國。

在另一篇翻譯文章

中：“主銀党以西部諸州

爲根據，其壟斷銀幣，全賴該地方銀行爲接濟。而該銀行

等……”“銀行”一詞，在現代漢語裏是“辦理存款、放款、匯兑、

儲蓄等業務的金融機構”〔３８〕。在古代中國，和“銀行”概念一致

的詞語，是“銀號”。銀號是古代中國經營貨幣兑換和存放款業

務的一種金融機構，與“錢莊”的名稱並存，北方的“銀號”就是

南方的“錢莊”，只是叫法不同，性質都一樣。“Ｂａｎｋ”的語源是

１２ 世紀時，在當時的世界貿易、文化中心———北義大利誕生，意

指兑換錢幣的商店。明治和製漢詞“銀行”這個名字，最初是日

本根據美國的“國立銀行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ｔ），在 １８７２ 年制

定“國立銀行條例”時，作爲對應英語的“Ｂａｎｋ”所産生的譯

語。據説當時大批學者經過協議討論，因爲是處理“金、銀”的

店，所以最初使用在漢語中和“店”同義的“行”字，譯爲“金

行”、“銀行”兩個版本，最終選擇了語感較佳的後者〔３９〕。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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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中國的翻譯家嚴復

曾經以“版克”音譯英語

的“Ｂａｎｋ”，但最終不敵日

譯的“銀行”。

這篇文章中：“……

並知東方政事與歐洲甚

有關係……”的“關係”一

詞，在古代漢語表示“關

聯、牽涉”的意思。例如：

《宣和遺事》前集：“這個

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

心術之邪正是也。”〔４０〕

《金瓶梅詞話》第六五回：

“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

之事，莫非想起過世的嫂

子來。”〔４１〕但直至 １９ 世

紀末，此詞仍没有現代漢語中表示“人和人、人和事物或事物之

間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繫的狀態或性質”的意思。中世以後，這

個詞語傳入日本，最初在《英和對譯袖珍辭書》裏出現，作爲對

應英語“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的譯語。後來，其他英語辭典，例如《哲學字

彙》内也收録了此詞。《時務報》内出現的“關係”一詞，既有如

“日露關係”、“英仏關係”等表示“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的用法，也有類似古

代漢語表示“帶來重大影響、結果”的用法。

（三）《清議報》

《清議報》是由梁啓超等維新人士於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

日本横濱創辦的旬刊。旅日僑商馮鏡如爲出資人和發行人，梁

啓超爲實際主持者，麥孟華和歐榘甲輔助。此報以“主持清議，

開發民智”爲宗旨，是中國首個設有新聞評論專欄的報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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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爲“國聞短評”。《清議報》後來被認爲是戊戌政變失敗後康

有爲、梁啓超在海外所創的第一個輿論陣地，通過推崇光緒帝提

倡“維新”和强調“民權”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哲理”達到啓蒙

國民的目的。清議報出滿一百册後，梁啓超撰文概括該報特色：

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公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耻”。

並指出：“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神髓，一言以蔽之曰：

廣民智振民氣而已。”在第 １００ 期上，梁啓超發表《本館第一百

册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内設“西報譯篇”和“東

報譯篇”兩個專欄，專門介紹世界大事。爲表示紀念，第 １００ 期

改爲特大號。結果特大號剛剛出版，報館就遭遇火災而被迫

停刊。

《清議報》和《時務報》，兩者都是由梁啓超主持，在日本發

行，設有專門翻譯世界大事的外國新聞專欄。除了外國新聞的

翻譯專欄以外，此報還有梁啓超自己的文章和“譯書附録”的譯

文。《清議報》的翻譯專欄和《時務報》的“東方報譯”、“西方報

譯”相似，不過《時務報》的日語翻譯是由古城貞吉擔任，《清議

報》就没有固定的日語翻譯，估計翻譯者不止一人。新聞報導

的來源基本上和《時務報》相同，日語報紙有 ２５ 份左右，英語的

有 １２ 份左右。其中，來自《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

《時事新報》的新聞數量最多。梁啓超的文章則大致可分爲四

類：第一類爲政治論説文，例如：１８９９ 年 ２ 月的《商會議》、同

年 ４ 月的《論學日本文之益》、９ 月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

同》等，三年中此類文章發表超過 ７０ 篇。第二類是“政治學

譚”專欄，這個專欄連載了由梁啓超翻譯，有關政治的長篇譯

文，例如在 １８９９ 年 ３ 至 ９ 月期間連載的《國家論》、同年 ４ 月

經 ２ 期刊登的《各國憲法異同論》、１９０１ 年 １１ 至 １２ 月分 ６ 期

連載的《政治學案》。第三類是名爲“飲冰室自由書”的專欄，

這個專欄是梁啓超以自由的文體書寫，把平時想到的感想記

録下來的雜文，合計 ４６ 篇。最後一類是政治小説，例如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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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報》第 １ 至 ３５ 期翻譯連載的《佳人奇遇》。朱京偉〔４２〕在《清

議報》中“外國新聞的翻譯專欄”和“譯書附録”的譯文中抽出

１ １９０ 個日語漢字，按雙音節詞、三音節詞和四音節詞分别作

整理，雖然没有按照詞義進行歸類，但從中可見以下詞語出現

頻率較高：

運動 社會學 美術品 共和政治 病院 税關 技師

妥協 外交政策 勳章 領土 雜誌 機關 任務

發信 經濟 科學 列强 艦隊 資本家 反對

現象 自由貿易 民主主義 感覺 理由 增税 事務員

　 　 以上例詞可見，在《清議報》中使用最多的是有關經濟、自

由、政治、外交、教育、交通、軍事、貿易等領域的詞彙。此外還包

括以“力”、“家”、“者”作詞尾的三音節詞語，例如：

營業家 改革家 外交家 教育家 銀行家 工業家

愛國者 戰死者 代表者 哲學者 當局者 勞動者

活動力 經濟力 生産力 團結力 反動力 原動力

　 　 還有首次在中文新聞文章中使用兩個雙音節詞語組成的四

音節詞語，例如：

國際關係 國家觀念 自由貿易 殖民主義

經濟學者 社會主義 民主共和 交通機關

外交政策 社會問題 經濟競爭 國家思想

　 　 可見，《清議報》在三音節或以上的和製漢詞輸入中國的過

程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因爲這種由兩個雙音節詞語構成的四

音節詞語，不僅大量輸入中國，還對現代漢語的造詞方法，以及

現代文學的語句結構帶來了莫大的影響。

此外，《清議報》從第 ２５ 期至 １００ 期停刊爲止，幾乎每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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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梁啓超執筆的《飲冰室自由書》，他在這段時期大量閲讀日語

書籍，從中汲取新的知識。在他這些文章裏可以找到大量的和

製漢詞，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照搬日語詞彙〔４３〕。以下列舉的是

《飲冰室自由書》中來源於日語的詞彙，共 ７５ 個，這些詞同時被

收録在《漢語外來詞詞典》中，按日語的五十音排列爲：

ａ行 演説會 意識 演説 運動

ｋａ行

議院 議會 關係 間接 公債 義務 機關 客體

憲法 員警 原理 藝術 强權 具體 警官 革命

教育 共和 禁止 階級 公債票

ｓａ行

刺激 資本 資本家 自治 政黨 私立 宗教家 主義

主體 實業 社會 政治 生存競爭 進步 社會主義 宗教

手段 進化 政府 自由 主筆 世紀 政策 精神

信用 心理 選舉 實業家 數學

ｔａ行 知識 智識 探險家 探險 偵探 直接 哲學

ｈａ行
文明 保險 法庭 美術家 文學 方針 霸權 美術

舞臺

ｍａ行 目的 民主

ｒａ行 倫理 立憲 理想

　 　 梁啓超在日本期間，以日本和日語爲媒介，借用日語詞彙，

大量翻譯介紹了“洋學”。這些詞彙輸入中國後經過一段時間

被國人“消化”，逐漸被接受及流行，並成爲現代漢語中的詞語。

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自述：

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

至，略不檢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

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别有一

種魔力。〔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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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創報刊雜文體，在《清議報》發表過不少犀利的雜文，

並設立小説欄目，身體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説的地位。小説對梁

啓超而言，不只是獨立自主的美學本體，更是用來表達作者思

想，進而影響其讀者，使他們理解社會國家之現況與需求，並進

而改良之的一種工具。梁啓超從日本的政治小説出發，翻譯介

紹了日本的其他題材的小説，例如：科學小説、冒險小説、偵探

小説、軍事小説等。而“報刊”則成爲他介紹宣傳日本文化、知

識、文學、語言、文字的一個重要媒介。他對中國的語文文體、文

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獨特的報刊“新文體”———被

譽爲“新民體”（粤語的“民”和“文”同音），風靡一時，不僅促進

了當時的文體變革，也對“五四”白話文體的興起産生了一定的

推動作用。這種新文體比傳統古文在語言上更加通俗，在詞彙

方面更加豐富，在句法上更加靈活。新文體文白相雜，駢散相

間，並常雜以俚語、韻語和外國語法，半文半白、半雅半俗、明白

曉暢、接近口語。梁啓超在翻譯介紹日本的政治小説時，廣泛使

用了這種“新文體”，後來“新文體”經過五四運動的改良，逐漸

成爲“五四白話文體”。

清末的語言變革運動，爲文學革命的發生和中國文學的現

代轉型提供了諸多思想資源和實踐準備。清末以來形式多樣的

語言變革，其目的雖在求“文字簡易”以便“普及教育”，而不在

文學本身，但其“文字救國”的觀念後來逐漸演變爲“文學救國”

的現代文學功能觀。這確實説明清末以來的語言變革爲“五四

文學”的先導，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突

發的事件。

（作者：澳門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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